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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照護體系中對於倫理議題的處斷和討論，在醫學、護理的期刊中已長期有一些

專屬的教學或臨床的期刊做探討，精神衛生或心理諮商中也不乏探討倫理難題的

發生和相關的概念，倫理似乎是助人專業所附屬必備的要素。然而，倫理主題的出現仍

多以配角存在，甚或經常習以為常地被輕忽於日常生活中。現今健康照護體系日趨多元

化，科技與人倫關係複雜，醫療倫理議題層出不窮，有潛能漸漸以主角的身分來扮演登

場。本篇文章將介紹一個可以在健康照護體系中存在，專門以處理倫理議題為主的倫理

諮詢員的角色，在文獻和實際接觸中，重要有趣的發現是這樣的源頭角色居然是由以哲

學為背景的倫理學者來擔當，如此的景象對國內哲學家無疑的是一種新角色的嘗試和挑

戰，本文試圖將其與傳統印象中的心理諮商員的角色做簡要的比較；另也將引介近來在

國內所出版的《醫院裡的哲學家》一書，和淺談筆者在去年暑假與一位美國倫理諮詢者

實際接觸和觀察的經驗，他是由中央大學李瑞全教授邀請來台，聯合陽明大學的一群教

員在國內多所醫院和特殊病房中展開一系列密集的參訪、演講和案例分析等活動，作者

試圖以實例來勾勒和突顯這樣角色的可能性和意義所在。 

壹、醫療照護的倫理諮商和傳統的心理諮商倫理 

回顧國外的文章中，以健康照護為背景、倫理諮詢(ethical counseling)為主題等特殊

角色的探討有限，搜尋國內相關文獻非常缺乏。其中不乏與倫理和諮商相關的文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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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仍以諮商員的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即作為一位諮商員本身所應謹守的倫

理準則和角色為主要的陳述，強調諮商倫理的存在是為了維持專業角色的品質和形象，

尤其是保護個案權益與福祉（田秀麗，1997；周玉真，1997；林家興，1999 a & b；張景

然，2001）。陳若璋、劉志如（1999）以研究方式調查國內助人專業的觀點出發，進而

主張成立專責單位，受理有關違反專業倫理守則的會員之處置，以適當的機制和相關法

律來做好品質管制。每一種健康學門均有其助人專業倫理的責任，其中醫院裡隱含多種

醫療健康助人的角色，如醫師、護士、社工、營養師、心理師、復健或職能治療師等，

某些醫院著重行銷或溝通形象者有公共關係部門等相關角色的設定。一般國內的諮商員

指著專業收費的心理諮商師（mental health counselor）、諮商心理師（ counseling 

psychologist），或是機構中學校的輔導老師、醫療院所的臨床心理師，或義工的身分如

生命線義工、救國團張老師（田秀麗，1997）。由於醫療科技長足的發展和社會趨向複

雜多元化，近來基因醫學和優生保健制度的建立，大型醫院漸次有遺傳諮詢員角色的確

立。目前國內健康照護體系中對倫理委員會的設立已有共識，也成為醫院評鑑的項目之

一，然而對倫理委員會的組成設置，尤其倫理諮詢員的專屬角色尚未有明晰清楚的定

論，未來倫理諮詢相關的概念和操作，是僅由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或也涵

蓋其他特殊專業角色來擔當將會是國內一重要有趣的議題。目前在國內一般的醫院或診

所等醫療體系中，主要依靠的仍是所有健康助人專業者本身日常的倫理操守和自覺判

斷，較明顯的疏失才遭逢醫療糾紛或民事刑事法庭的訴訟。我們並未仔細思考並正視這

樣經常伴隨著我們每日生活的倫理議題，甚或倫理諮詢角色的需求和存在，確實倫理考

量在醫療照護體系中尚有許多待開發、建築和進步的空間。 

倫理諮詢員這個角色對我們大眾而言是比較陌生的，為了推動促進我等對其角色的

揣摩和瞭解，我們不妨將其與傳統心理諮商的角色概念做一簡單的比對、釐清和提問。

傳統中的心理諮商員多是較單純的一對一或一對多，以個案或家庭為中心的心理輔導；

而健康照護體系中，倫理諮詢員往往面對的是需即刻並現場處理的複雜的醫療對象和倫

理困境，所涉及的不只是字面或主題上解決個人和人際間價值、信念或關係的衝突，其

所存在和面臨的人、事、時、地、物要比傳統的心理諮商師複雜。在國內專門執業的心

理諮商師比較可以做到和個案維持單純的諮商關係（林家興，1999a），然而林家興

（1999b）也指出國內一般行政組織，經常流行專任員工兼辦輔導業務，甚或專任輔導

職兼任行政事務的現象，加上東方文化重視親上加親的傳統，往往會使得原有關係再加

上輔導關係；在此情況下，作者建議最好是能將個案轉借到外面的心理諮商人員或機

構。由此可看出在國內要做到單純的諮商關係確非易事。 

國內某些文獻已探討諮商倫理中「雙重關係」，諮商員應盡力避免可能危及專業判

斷與增加剝削之危險關係，複雜化的關係會破壞個案福祉，及妨礙諮商歷程的本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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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重關係被禁止的程度可因其形式而異，最重要的是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其他如

社交關係則有較不同的看法，某些關係只是不適當而已，並非均是不道德的。陳志信

（1993）引述學者 Kitcben的觀點提醒我們在兩種關係的角色期望和責任越歧異、不相

容時，越有可能誤解和失去忠誠和客觀；另外當專業人員的權力越大，越有可能剝削當

事人的福祉，基本上個案是處於弱勢的地位，很容易受到具有專門技術與特權專業人員

的影響。在團體中，往往位高權重者被視為具有大智慧和能力去斡旋和仲裁倫理衝突的

事件，但假若個人存在強烈的主觀和偏見，極有可能落於剝削和不公之嫌。因此，國外

陪審團或學者對倫理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建議以中階層份子為主軸，並不以位高權重者

為主要選擇的依歸。目前國內尚未聽聞有專職專設的倫理諮詢師，加上本土親上加親的

文化，未來醫院系統中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在面對醫療機構中服務的患者、家屬、甚或醫

療成員時，將更可能遭逢多重關係的處理和必然的挑戰。 

心理諮商的倫理和健康照護的倫理諮商對價值觀的預設，所需面對和處理的態度和

立場有所異同，相同的是他們都要處理人際關係的困境，而自己的價值觀也難以避開挑

戰，而諮商倫理或倫理諮商所面對的大都是模糊的灰色地帶，廣受時空條件、文化脈絡

的影響。原則上諮商員不應向個案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宗教信仰、政黨觀念、哲學思想、

性取向、生活方式及文化立場；諮商師應保持價值中立，但言行是不可能完全價值中立

的。諮商倫理在處理和案主價值觀不一致的問題時，強調以個案為主體的概念和諮商行

動，也特別主張自我價值觀的覺察，角色和界限的釐清，重視督導的協助，必要時可轉

介，使個案權益受到保障（林家興，1999a）。醫療倫理諮商本身也有相同的特色存在，

然而其所需正視和設法處理的即以倫理價值的衝突為主，此時較不能以劃清界線、轉介

和關係的結束作為諮詢的終點，它反而是問題的開始，也因此倫理諮詢相關的倫理委員

會或小團體就擁有支援和決策重要的角色。獨立的倫理諮詢師或委員會中的成員在感到

自身遭遇心理或價值矛盾時，以及碰到決定、討論、和輔導困難的案例時，是否能夠做

出合乎專業倫理的判斷與安排，並有同儕與督導人員做支持，且具持續和相關的在職訓

練，這對醫療照護整體品質的保證和提昇非常重要。諮商本身在國內已被雕塑是一專業

的活動需經特殊教育的訓練和資格考核，有其專業角色倫理的期望和要求，然而現實的

情況下，助人專業者不一定都具備心理諮商的專業合格和認證，而心理諮商者又不一定

具備健康照護或醫療倫理的知識和涵養，而今要成就達到健康照護體系中倫理諮詢的目

的和活動，未來不論是倫理委員會成員或臨床的倫理諮商者均需有合理務實的自我認識

和角色功能發揮的期許，能接受相當的臨床實際案例的訓練和考驗。 

貳、哲學家的倫理諮詢員之角色實例 

國內目前對醫療機構中成立倫理委員會的共識已興起，然而對個別臨床倫理諮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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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和制度尚未清楚建立，雖然在一些健康照護體系中倫理諮詢的書籍和學術聯盟會

如美國生命倫理諮商社群 （SHHV-SBC）均主張倫理諮詢員的資格認定和角色宜具開放

包涵性和多元豐富性，Baylis（1994）甚至提出過度強調專業化有可能增強官僚體制的型

態，不盡然能達到問題真正的解決，有時自助的模式更勝於專家諮詢的模式。在文獻瀏

覽和實際接觸中，重要有趣的發現是這樣的重要角色可以是由以哲學為背景的倫理學者

來擔當，Walker（1993）文章中即主張倫理學者應由理論的層次擴展到實務界。搜尋國

內相關倫理諮詢員的資料非常少，《醫院裡的哲學家》一書算是對此一角色和生活經驗

有較清晰的描述和詮釋，它 是由心靈工作坊出版翻譯，李查‧詹納原著，該書以第一

人稱故事的方式呈現了一位哲學家參與日常臨床醫療的工作，作者對其角色、個人思路

和發揮臨床倫理諮詢效用的摸索歷程有所交代，他以深刻活潑的方式傳達了醫學倫理的

重要思維，促進讀者體認人性、醫療和生命的意義。該書原序者喬治城大學倫理學高等

研究所所長艾德蒙提及詹納在參與醫療工作時的角色態度和基本立場：「他顯然並未以

改革者自居，無意當醫界和醫護人員的救星，使其免於發生醫療倫理疏失。他也不想站

在局外人的立場，理性分析醫療倫理的原則與衝突。詹納是抱著謙虛、懷疑的態度，誠

心質問自己可以展開哪些貢獻，迎接一波波的新挑戰。並未將自己想像成身負大任的知

識份子，要扮演開導醫生，為他們理出思想頭緒，以及保護病患，使其不致遭受醫生專

橫的對待。不過，他還是會在有需要時這麼做，但總是溫和、恭敬地訴諸間接手段，而

且總認為自己是跟著那些需要他提供意見的人一塊兒學習（p.30）」。 

余德慧教授在本書序中反省台灣輔導或心理治療專業的處境，表示其基本專業思維

與多數醫學知識一樣，能敏銳地抓住問題，尋求技術的解決，但因缺乏人文社會的見識，

不輕易與民間知識妥協，幾乎無法在本土的文化社會系統中生根。本土傳統的助人系

統，其核心價值固然與西方的文化價值不同，余教授觀察書中主人翁詹納的作法似可超

越這些一般的矛盾，因為他基本的思維是直接跳過醫療專業，將醫療所帶來的人文問題

放回到人情義理來解決，余提出倫理的了解遠比任何心理諮商有效，因為許多心結並不

是心理的，或只是藉著心理表達，但關鍵卻在日常生活的倫理義理裡頭。筆者於去年歲

末寒冬有幸受余教授的邀請二度至花蓮東華大學一訪，在偶然機緣的詢問下得知，原來

這本書的引進是由余教授所推薦翻譯，而他本人早已事前引用該書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

兩年多了。當時，龔卓君也在場，我讚美他在該書附文中所努力用心做的詮釋功夫，他

試圖以現象學的觀點來強調揭顯這位臨床倫理學者的所作所為，文中他統合比喻詹納所

扮演的角色為詮釋者、推手、和中介者，其職責是讓參與的對象思考自己道德價值系統

中相關的爭議，使決定能下的更順。另也強調聆聽、對話、和體驗對象處境的重要性和

方法，例如以迂迴但敏感深入的方式去詢問和體會對象的意識和知覺上的特殊意向，而

非快速直接取用字面的語言與概念，進而顯露出更完整的生活世界的結構，以避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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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域的窄化。 

筆者對相關哲學家的倫理諮詢角色之實際接觸是由中央大學李瑞全教授於去年暑

假邀請來台的 Dr. Stephen Wear，這是一項其與陽明大學教員蔡篤堅、陳祖裕、蔣欣欣、

和筆者的合作計劃，計劃的主要目的在進行一連串對醫療照護臨床倫理相關議題和諮詢

作理論、實務、和經驗上的探討。Dr. Wear現為醫學院所聘任的哲學副教授，其工作除

負責醫學院和臨床倫理教學的工作外，也擔任臨床倫理諮詢的工作。他描述在其第一年

受聘進入醫院工作時，對自己並無把握能勝任這樣的職務，他早已有心理準備，隨時要

打包回府，然而始料未及的擔任這樣的角色居然也已二十多載了。Dr. Wear除了在其主

要的教學醫院中是二十四小時戴著呼叫器準備被召喚，同時他也受聘隨時對另兩個較小

的醫院和診所的臨床倫理難題做反應和處理。他表示大多數發生的案例，他是可以單獨

快速地處理完畢，而少數的案例則必須呈報召開委員會來共同處理。他認為其角色的存

在可減少醫院中被家屬或病人訴訟的機率。 

在我們帶領其參觀與參與醫院和病房的個案討論會時，他立即能跟臨床人士打成一

片，他對臨床醫學的診斷或手術名詞熟悉、無所畏懼，若不清楚也會適時適度地提出他

的問題，以便能掌握重要的問題和情節，他具備清晰的判斷力、發問和參予團體討論的

能力。他也會經常敏感地給自己時空和角色定位，他是一位非常有韌性、彈性的工作者，

在面對不同人時，他能屈能伸，或擔當大任坐大位子，但也能靜坐在角落旁，他經常強

調護士在臨床倫理角色的重要性，也偶會形容自己的角色像是位社會工作者，他身軀微

胖卻有著異常輕盈和靈活的手腕和幽默感。經過一個月充實而疲憊的行程，他清楚明顯

地表達美國和台灣的民情和文化畢竟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來自於家屬所擁有角色關係

的特色和影響性，他指出在西方他們經常會視家屬是橫梗在醫生和病人間的絆腳石，會

試圖將其踢開，避免妨礙病人的自主性，然而在此，家屬可能是造成倫理困境的主角，

但也擔任扮演主要倫理關懷照顧的支持者，他遺憾困惑卻又開展樂觀地表達台灣目前醫

療倫理的處境與美國相比較可以說是落後 20年，但也可能是前進了 20年。 

結 論 

在國內由哲學家擔任健康照護體系中倫理諮詢員的角色，對相關人士而言，無疑的

是一種新角色的嘗試和挑戰。他們是否有勇氣並有能力挺身「走出象牙塔」，在臨床瞬

息萬變、緊急、複雜醫療難題的處境中擔當倫理諮詢者的角色，面臨人群，和生、老、

病、死等人生的磨難，發揮自己對倫理處斷和臨床協商、與人溝通的能力；擺脫一般人

可能對其有不關心參與現實，或經常置身於高寒處的刻板印象。時代快速演進，我們大

約均早有共識社會必須有更嚴謹系統的方法探究醫療倫理的觀念架構和實務操作的程

序，相信這樣的概念和倫理諮詢實質的角色也可以鼓舞和刺激社會中所有的助人專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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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助者，一起來正視倫理在醫療照護的可能的價值和影響性，我們需要有更清楚的知

識、方法、和策略來幫忙澄清、領會和處斷我們所面臨日益複雜的人際處境，和醫療照

護上所面臨更多倫理上的困境和挑戰。我們不僅有責任著手從事擴充和建築健康照護系

統中倫理的空間性，在時間上我們也該爭取主動，不應為醫療科技所左右而帶動人性，

倚賴時間會自動彌補創傷，每個人均有參予的可能性和責任來創造一個倫理關懷的社會

和更高品質的健康照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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